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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检讨

　章　　桦＊

摘　要：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下的立法修正和司法处遇，并未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食

品安全犯罪的治理仍不乐观，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通过对立法、司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１９５３
年—２０１７年）、学术论文（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８年）、８　０６２例量刑裁判（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年）、司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６年）、行政监管（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７年）大数据集合进行多维度的挖掘，发现食品安全犯罪

刑事政策在“从严”结构上存在立法采取“既严又厉”与学界倡导“严而不厉”的冲突，该冲突引起食品

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在“从严”实现路径和着力点上的分歧，形成与“从严”刑事政策相背离的司法“瓶

颈”：轻刑率高、有期徒刑和罚金刑整体偏轻、缓刑适用率高、禁止令和从业禁止适用混乱，导致“从严”

刑事政策在实质上向从轻异化。在保障人权和推进刑罚轻缓化的基础上，对“从严”进行“两维度、两

层次”的解构，提出“司法严密—司法严厉—立法严厉—立法严密”的刑事政策顺序结构，确立食品安

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应有立场和司法回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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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实的真实性、全面性是刑事政策科学性的基础。德国学者李斯特在界定刑事政策的含义

时，从犯罪社会学方面提出了统计学研究所得出的事实对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只要我们瞥一眼犯

罪统计方面的资料，或者看一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们就会找到充足的理由”。① 日本学者川

出敏裕在他人对刑事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证据的刑事政策：“关于防止犯罪的对

策，也应当实施随机比较对照试验，在调查其有效性的基础上，实施有效性得以确认的对策”。② 法国

对刑事政策的数据化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重视对刑事政策的评估，以法国学者安塞尔为首创立的巴

黎“刑事政策研究中心”将评估某项具体刑事政策的结果、预计结果、负效应和检验作为刑事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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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式之一。① 就我国而言，“由于以往不重视刑事政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问题，不重视刑事政

策的效果问题，不重视对涉及犯罪的社会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问题，因此，人们并不重视刑

事政策评估”。② 囿于数理逻辑并未在刑法教义学研究中完全展开，我国刑事政策的量化评估研究相

对滞后，“实证研究或定量分析几乎没有”。③ 获取数据困难、统计方法要求较高也是导致这一现状的

原因。④ 一些经济学研究者曾基于犯罪率、逮捕率等指标，在宏观上对我国刑事政策效果进行过探

索，⑤但目前尚未出现针对具体犯罪的刑事政策量化评估研究。本文尝试用量化研究方法，以食品安

全犯罪刑事政策所涉及的所有立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１９５３年—２０１７年）、重要理论研究成果（１９８５
年—２０１８年）、８　０６２例量刑裁判（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年）、司法数据（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６年）、行政监管数据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７年）大数据集合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检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在惩罚

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结合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确立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正确定

位及实现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

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挑战着我国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并成为立法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食品安全

犯罪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轻到严等３个阶段：（１）刑事责任空白阶段（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９年）。

该阶段出于卫生防疫的目的加强了食品的行政监管，最早由我国卫生部颁布了《清凉食物管理暂行办

法》（１９５３年），其后又相继制定了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２）刑事责任确立、扩展阶段（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９
年）。该阶段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管齐下，国家加强了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并确立了刑事处罚规范，在刑法中规定了食品安全犯罪。（３）刑事处罚全面从严阶段

（２００９年—现在）。受“三鹿奶粉事件”⑥和相继出现的地沟油、瘦肉精、毒血旺等事件的影响，催生了

全面从严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共识，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法律规范，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２００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２０１１年）、《食品安全法》（２０１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２０１５年），⑦明确规定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从严惩治。

（一）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面临的问题

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食品安全犯罪形势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刑事

制裁措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渐显无力，产生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乏效的困境，并导致学界

对“从严”刑事政策产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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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

业，期限为３年至５年。”该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加大了对该犯罪的惩罚力度。



１．“从严”刑事政策并未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上升趋势

立法上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打击的法律制度调整，并未带来食品安全形势的好转，食品安全

犯罪仍然居高不下，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仍然严峻。笔者收集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７年）统计年报所披露的数据，虽然该统计年报未公布２０１４年之前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数

据，但是现有的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食品公众投诉量、①食品违法涉及的物品

价值、②食品违法罚款金额③与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量④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

高人民法院并未完全公布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量，笔者通过一些博士论文所提供的研究数据，揭示了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食品安全犯罪人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８年审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准的食品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８４件，生效判决人数１０１人；２００９年，审结１４８件，生效

判决人数２０８人；２０１０年审结１１９件，生效判决人数１６２人。”⑤“２０１１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１５５件３９６人，同比分别增长２５２．２７％和３４４．９４％；受理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５４４件９４４人，同比分别增长４９７．８０％和４４２．５３％。”⑥“２０１２年，全

国审判机关判决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同比上一年度增长１７９．８３％，达到２２０件；生

效判决人数同比增长１５９．８８％，达到４４６人。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同比上一年度增长

２２４．６２％，达到８６１件；生效判决人数同比增长２５７．４８％，达到１　０５９人。”⑦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在对食品安全犯罪实施“从严”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食品安全

犯罪防控效果不容乐观。

２．“从严”刑事政策并未产生明显良好的社会效果

据统计，２００５年消费者对食品市场的放心率仅为２８．２％，虽然２００６年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仅

为３５．２％。⑧ 根据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的大数据分析，对于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公众认为一般的

为３８．１％，认为不太好和非常不好的分别为２４．３％和５．４％，认为非常好和还可以的仅占６．３％和２５．

８％。⑨ 两组数据清晰地反映出２／３的被调查者或互联网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状况仍然不放心。另

外，根据《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７成受访者对食品安全状况“没有安全

感”。根据有的学者提供的数据，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从２０１４年的５２．１２％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４．

５５％，但仍与食品安全合格率存在近４３个百分点的差距。瑏瑠 虽然每个统计截取的样本不同，统计方

法的运用有所差异，但结论基本一致：在对食品安全犯罪实施“从严”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认同度依旧偏低，食品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如果出现一些极端的食品安全事件，那么会造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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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舆情的过度反应，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出现悲观的情绪。

３．“从严”刑事政策受到学界的质疑
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提出了刑罚威慑理论。他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

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①“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
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②英国学者边沁在功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基于行为人成本
收益理性，在论述惩罚与罪过间的比例问题时提出刑法的威慑和预防效应，“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

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③并且指出：“要使惩罚的值能够超过罪过的收益，必须依其就
确定性而言的不足程度，相应地在轻重方面予以增加”。④ 美国学者贝克尔借鉴经济学收益成本理
论，提出了惩罚概率越大，犯罪越少；惩罚越严厉，犯罪越少的观点。⑤ 后续的国内外实证研究结论基
本证成了威慑理论。在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下，我国通过降低食品安全犯罪的入罪门槛、

扩大犯罪圈、加强行刑衔接等措施提高了惩罚犯罪的概率，立法上提高法定刑和配置从业禁止、司法

上规定从严惩治和严格适用缓刑，提高惩罚力度，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导致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
“从严”刑事政策提出疑问。有学者提出：“目前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既不利于对以单位为主体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也不利于遏制危害性的扩大和整体打击此类犯罪。”⑥也有学者认为食品
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存在“过于倚重刑罚的严厉性而忽视刑事法网严密”的缺陷。⑦ 还有学者否
认“从严”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威慑力，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分子不一定或者不需要惧怕重

刑。”⑧“刑法抑或重刑无力承担起解决社会管理失范所引发的犯罪控制问题。”⑨虽然学界对食品安全
犯罪“从严”刑事政策乏效已达成共识，但是并未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进行立法、司法及学
理上的正确检视，进而没有发现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乏效的症结所在，导致对食品安全犯罪
“从严”刑事政策的片面质疑或否定。

（二）研究假设及方法

基于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面临的问题，需要从立法、司法和学理３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犯
罪“从严”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笔者认为存在以下４个方面的关键性问题：（１）在“宽严相济”的总
体刑事政策下，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是否合理？应坚持“厉而不严”“严而不厉”“既严又
厉”和“不厉不严”何种结构？抑或采用其他结构或路径？（２）由于严密了法网，加大了惩处力度，因此
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黑数变小，食品安全犯罪看似出现逐年增多的趋势，这是否应归功于“从严”刑事

政策重要功效的发挥？（３）立法方面，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是否合理？犯罪成本是否大于犯罪
收益？是否有可能形成威慑力？（４）司法实践是否坚持了“从严”刑事政策？是否显现了刑罚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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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３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２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５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Ｓｅｅ　Ｇａｒｙ　Ｓ．Ｂｅｃｋｅｒ，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６８，７６
（２）：１６９－２１７．

左袖阳：《关于当前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的反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邵彦铭：《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河北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舒洪水：《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梳理、反思与重构》，《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孙万怀、李高宁：《有毒有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偏向考证———兼及刑事政策导向与法规范性之协调》，《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慑力？

上述４个关键性问题的答案，在于两个前提性假设的论证。假设１：立法贯彻了“从严”刑事政

策。假设２：司法贯彻了“从严”刑事政策。如果假设１和假设２能被证成，即“从严”刑事政策在立法

和司法中都得到严格贯彻，立法和司法达到高度的一致，刑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逐年增多的食品安

全犯罪只是犯罪黑数的呈现，那么在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解决的前提下，就不宜再过度放大刑

法的功能，不宜再扩大处罚范围或提高惩罚力度，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应适当转向民事制裁、行政监

管、行政制裁等其他社会治理措施。如果任意一个假设被证伪，那么就会产生以下３个问题：（１）若食

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结构本身存在问题，则需要予以修正以便在立法和司法上得到正确贯

彻。（２）若假设１被证伪，则立法应思考如何贯彻“从严”刑事政策。（３）若假设２被证伪，则司法应思

考如何贯彻“从严”刑事政策。而对于犯罪黑数的问题，在当前无法精确估算的情况下，基于假设２与

假设１之间的逻辑关系，采取否定前件式的逻辑论证，即假设１和假设２都被同时证伪或者假设２被

证伪，①“从严”刑事政策发挥不出应有的功效，自然不会出现犯罪黑数的大量显现，而应对立法或司

法进行检讨。

沿着以上假设的论证思路，本文的研究包括但不局限于对刑法教义学的反思，着力点在于从数据

方面进行挖掘。运用ＳＰＳＳ统计学分析软件，对立法规范性文件数据、理论研究（专家意见）数据、司

法判例数据、司法统计公报数据、行政监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论证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对食品安

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进行量化评估，分析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面临问题的原因，探索解决

问题的对策。

二、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面临问题的症结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法，首见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刑事政策。② 刑

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围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进行刑事理论、立法、司法的修正与体系构建。尽

管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获得普遍认同，但源于“宽严相济”中的“严”被解读为“法网严密”和
“刑罚严厉”，产生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既严又厉”和“严而不厉”两种结构，进而形成食品

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结构冲突，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采用“既严又

厉”的从严结构，而学界基于刑罚的轻缓化和对重刑主义的忌惮，倡导食品安全犯罪“严而不厉”的从

严结构。从严结构的冲突使司法人员陷入抉择困境，在“刑罚严厉”的程度上产生困惑，最终走向食品

安全犯罪司法实践从轻的极端，完全背离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出台的初衷，导致出现食品

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在实质上向从轻异化的结果。

（一）立法对食品安全犯罪采用“既严又厉”的从严结构

笔者收集了１９５３年－２０１７年涉及食品违法犯罪的规范性文件（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修正

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国务院关于全国食品药品专项整

治工作安排及其他涉及食品违法犯罪的规范性文件）共计５５部。通过统计分析，９４．５％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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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假设１需要在假设２中得以实现，即立法上的从严需要在司法上贯彻，因此假设２如果被证伪，那么假设１
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假设２是最为关键的假设，需要重点予以论证。

参见黄春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古今考辨》，《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性文件明确提出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从严惩处的实现路径上，６０％的规范性文件明

确规定采用“既严又厉”的结构。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在罪刑规范的设置上采用了“既严又厉”的结构。在刑事立法方面：（１）

增设罪名。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础上，增加了食品

监管渎职罪。（２）取消罚金刑的限制、增加保安性措施、保留重刑。上述前两罪都取消了单处罚金，一

律修改为并处罚金，倍比罚金刑改为无限额罚金刑，取消罚金刑上限；对食品安全犯罪可以适用３年

至５年的从业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最高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在保留死刑的同时取消拘役刑。（３）降低基本犯的入罪门槛。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

罪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修改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刑

事司法方面：（１）强调依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严惩，加大财产刑的适用，严格控制适用缓刑和免于刑

事处罚。（２）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明确禁止“以罚代刑”。（３）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若适

用缓刑，则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由此可以看出，立法上贯彻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在

去除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基础上，假设１得以证成。

（二）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倡导“严而不厉”的从严结构

１．“严而不厉”的结构及其存在的风险

从“宽严相济”最初概念的界定看，“严”的主要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指刑罚的从重，期望在刑事司法

的环节予以贯彻。但在轻罪化、刑罚去重刑化和轻缓化的发展路径下，“宽严相济”中的“严”被发展出

新的解读。储槐植教授最早提出“严而不厉”的犯罪控制策略，并界定“严”是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

任严格；“厉”主要是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① 他认为在“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厉而不严”４
种刑法结构模式中，“严而不厉”比“厉而不严”更有利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② 赋予“严”在立法上

严密刑事法网的新意，弱化刑法的“厉”，与刑罚轻缓化的潮流相适应。学者们沿着“严而不厉”的结构

模式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刑法教义学的解读，将“宽严相济”的定位由“刑事司法政策”向“刑

事基本政策”转变，其作用空间也从司法转向了立法。

“严而不厉”的结构将从严的重心放在了“法网严密”，存在犯罪圈不断扩大的风险。“立法层面上

的‘严’，则主要是犯罪化”，③具体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刑法调整的范

围”，④“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要将其纳入刑法的框架内，将其犯罪化”，⑤导致“我国犯罪圈

对于‘严’表现出旺盛的需求”，⑥也使“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倾向渐露端倪”，⑦学者对“刑事

政策过度回应与刑法泛化”⑧的担忧日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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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而不厉”的结构反对刑罚的“严厉”，弱化刑罚的功能，存在“应当重刑之罪”逐渐轻刑化的风

险。“严”被拆分为“严”和“厉”两个方面，进而解读为“法网严密”和“刑罚苛厉”，存在逻辑上的语义循

环和语义扩张问题。对“厉”的认识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让更多的学者彻底地抛弃刑罚应有

的严厉，走上“法网严密”的路径。虽然“法网严密”在一定时期会对可能进入犯罪圈的人产生威慑，但

是“不厉”又产生了威慑和预防效果降低的副作用。“不厉”并不代表从轻，对“不厉”的极端解读会导

致放弃刑罚最本源的功能，造成司法实践中对“应当重刑之罪”予以轻刑化的现象。

２．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严而不厉”的选择及其凸显的问题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收集了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８年发表于食品专业类期刊和法学核心期刊的重要文

章，共计２０６篇。通过统计分析，８１．５％的文章作者认为应当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惩处。在坚持从严

惩处的论文中，６６．２％的论者选择对食品安全犯罪采用“法网严密”的结构，３３．８％的论者选择对食品

安全犯罪采用“刑罚严厉”的结构，仅有９．２％的论者选择对食品安全犯罪采用“既严又厉”的结构。学

界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寄希望于“法网严密”，并不认同立法上对食品安全犯罪“既严又厉”的刑

事政策结构。有学者明确支持对食品安全犯罪应坚持“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①也有学者反对食品

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厉”，②还有学者批判食品安全犯罪追求“以重罪重刑制裁”的倾向，③更有学者

提出对食品安全犯罪严密法网应是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趋势。④ 虽然也存在一些反对观

点，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采用“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基本上是持赞成的态度。

“法网严密”和“刑罚严厉”应是“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且不能走向极端。单一依靠“法网严

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特别是食品安全犯罪。对食品安全犯罪采用“严而不厉”的从严结构，忽

略了刑罚应有的严厉性，影响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实务判断，存在走向实质性“从轻”极端的问题。

“从轻”的转向降低了刑罚的功能，无法发挥对食品安全犯罪应有的威慑力，可能会使得食品安全犯罪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出现刑事立法“从严”无用的困境，致使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被弱化

或虚置，最终造成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乏效的后果。单一依靠“法网严密”，还可能造成刑法

功能出现无限扩张与无限弱化两极循环的后果：从最初仅局限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从重处罚，后转变

为在立法上扩大法网；效果不佳后，开始批判行刑衔接和食品监管，再次扩大法网增设食品监管渎职

罪；仍然没有显著效果，凸显刑事制裁对食品安全犯罪无奈的假象，导致脱离刑法，将问题完全归结于

社会治理失效，在“厉—严—管—无”的过程中循环往复。

（三）“从严”结构冲突导致的司法从轻转向

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在立法与学理上的冲突，导致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徘徊

不定，最终在“刑罚严厉”与“刑罚不厉”中选择了后者。由于“刑罚不厉”的程度并不明确，司法人员难

以把握，因此大都走向与“从严”刑事政策完全背离的实质性从轻路径。在食品安全犯罪中，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社会危害性最大、惩处最严，成为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罪名，本文将其作为食

品安全犯罪中最典型的罪名进行分析。通过对８　０６２例量刑裁判（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年）数据的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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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袖阳：《关于当前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的反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现：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存在轻刑适用率偏高、有期徒刑整体偏轻、缓刑适用率高且考验期短、

禁止令未被严格适用、从业禁止适用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立法初

衷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形成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司法“瓶颈”，即假设２被

证伪。

１．轻刑的适用率偏高，有期徒刑整体偏轻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量刑裁判中，免于刑事处罚的共计４１例，占样本总数的０．５％；

单处罚金的共计２２例，占样本总数的０．３％；处拘役的共计８６例，占样本总数的１．１％；处有期徒刑的

共计７　９１３例，占样本总数的９８．２％；食品安全犯罪的轻刑率为９６．３％，远高于全国犯罪平均水平的

５１．１％。① 由于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到样本总数的９８．４％，基本犯占据该罪的绝大多数，因此本

文重点考察基本犯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司法适用情况。另外，由于《刑法修正案（八）》未对第一档

刑期进行修正，因此研究基本犯的第一档刑期能跨越刑法修正的历程，更具有数据的时间贯通性和说

服力。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发现，符合上述要求的量刑裁判一共有７　８３０份，以此为基础进行数据挖掘

和分析。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有期徒刑量刑裁判中，众数为６个月、中位数为８个月，均值为

１０．８１个月。最多的量刑选择依次为６个月（３６．７％）、１２个月（１５．８％）、８个月（９％）、７个月（８．５％），

合计占样本总数的７０％。１２个月以下的量刑选择合计占总样本总数的８２．１％，法定刑中线为３０个

月②以下的量刑合计占总案例数的９７．１％（见表１），而选择适用最高刑６０个月的仅有４３个案例，仅

占样本总数的０．５％。样本的中位数（实然的法定刑中线）为８个月，应然的法定刑中线为３０个月，二

者相差２２个月，几乎所有的有期徒刑在法定刑中线３０个月以下进行选择。有期徒刑整体偏轻的量

刑状况与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要求相去甚远，陷入实质性从轻的极端。

表１：有期徒刑的分布情况③

刑期（月） 案例数（个） 所占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６　 ２　８７４　 ３６．７％ ３６．７％
７　 ６６２　 ８．５％ ４５．２％
８　 ７０１　 ９％ ５４．３％
１２　 １　２３５　 １５．８％ ８２．１％
１８　 ３６８　 ４．７％ ９０．８％
２４　 ３１２　 ４％ ９５．９％
３０　 ６８　 ０．９％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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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将轻刑率界定为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的总数与所有生效判决总数的比值。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６年，轻刑率基本稳定在５０％左右，２０１１年为４６．４％，２０１２年为４７．２％，２０１３年为５０．７％，２０１４年为５２．６％，２０１５年为

５４．４％，２０１６年为５５．５％。以上原始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刊发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

从严格意义上讲，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中线应该用最高刑加上最低刑除以２计算，为３３个月，但由于数据涉及之前

未取消拘役刑的判决，存在１个月的最低自由刑处罚，加上司法量刑裁判存在取整数的裁判习惯，因此笔者将这里的法定

刑中线确定为３０个月。

为了简化表格，仅列举了出现频率较高或重要量刑刻度的整数量刑，其他的量刑未在表格中显示，下文的表格也

按照此方法进行处理。



　　２．缓刑率高且考验期短，禁止令未严格适用

适用缓刑的被告人为４　００３人，缓刑适用率超过一半，占样本总数的５１．１％，高于全国缓刑适用

率的平均水平（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６年，缓刑的平均适用率为２５．４２％；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缓刑的平均适用

率稳定在３０％左右），①高出近几年的缓刑适用率２０个百分点以上。缓刑考验期均值为１５．８个月，

众数为１２个月，中位数为１２个月，最多的缓刑考验期量刑选择依次为１２个月（７１．３％）、２４个月
（１５％）、１８个月（５％），合计占样本总数的９１．３％。缓刑考验期在２４个月以下的占案例总数的９３．９％
（见表２），缓刑考验期存在１年或２年的司法适用习惯，且大多数案件的缓刑考验期都未超过有期徒

刑的法定刑中线３０个月。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对于食品安

全犯罪的犯罪分子，如若宣告缓刑，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及相关活动。”该规定力图通过缓刑考验期的禁止令增强刑法的威慑和矫正教育功能。笔者通过对
《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发布后的所有缓刑适用判决进行数据挖掘，发现有２３．３％的宣告缓

刑量刑裁判并未对被告人宣告禁止令。司法裁判未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进行缓刑禁止令的宣

告，在无形中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刑罚的威慑力和预防效果。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大量适用

缓刑且考验期较短，禁止令未完全严格适用，极大地弱化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要求，甚

至让部分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实际上逃脱了刑事制裁，走向了从严的反面，进而加重了食品安全犯罪刑

事政策的实质性从轻。

表２：缓刑考验期分布情况

缓刑考验期刑期（月） 案例数（个） 所占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２　 ２　８５３　 ７１．３％ ７１．９％
１８　 １９９　 ５％ ７８．７％
２４　 ６０１　 １５％ ９３．９％
３６　 １４５　 ３．６％ ９８．２％
４８　 ５２　 １．３％ ９９．６％
６０　 １７　 ０．４％ １００％

　　３．罚金刑整体趋轻化，罚金数额差异较大

罚金刑数额最低为１　０００元，最高为２　０００　０００元，均值为２０　４９２元，中位数为１０　０００元，众数为

１０　０００元，标准差为５１　９９１元。标准差是均数的两倍多，说明罚金刑的离散程度较高，罚金刑差异性

较大，对罚金刑数额的选取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罚金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集中趋势，罚金刑数额较

多的选择依次为１０　０００元（占１７．７％），５　０００元（占１６％），２０　０００元（占１１．４％），２　０００元（占１０．

８％），２０　０００元以下的罚金刑数额占到样本总数的８３．３％，５０　０００元以下的罚金刑数额占到样本总数

的９３．１％（见表３），呈现出罚金刑偏轻的集中趋势。整体偏轻的罚金刑适用，未体现食品安全犯罪
“从严”刑事政策的要求，难以剥夺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再犯的能力，加之有期徒刑刑期短、缓刑适用率

高等从轻的司法处遇，弱化了刑罚的威慑力和预防效果，可能导致犯罪分子重操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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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的缓刑适用总人数除以生效判决总人数，发现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６年的缓刑平均适用率为

２５．４２％。另外，发现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期间，缓刑适用率稳定在３０％左右。以上原始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７年刊发的
《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表３罚金数额分布

罚金数额（元） 案例数（个） 所占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　０００　 ３８５　 ４．９％ ４．９％
２　０００　 ８４４　 １０．８％ １５．８％
５　０００　 １　２５０　 １６％ ４２．２％
１０　０００　 １　３８２　 １７．７％ ６７．５％
２０　０００　 ８９３　 １１．４％ ８３．３％
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２　 ２．６％ ９３．１％

　　４．禁止令和从业禁止适用混乱

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决中从业禁止被大量适用。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食品安全犯罪“可以”

适用从业禁止的规定与《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缓刑禁止令绝对适用的规定叠加，因此造成

禁止令与从业禁止的适用混乱。笔者将《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九）》的实

施日期作为时间界点进行统计，发现禁止令与从业禁止的适用混乱存在以下６种情形：（１）判处缓刑，

未宣告禁止令或从业禁止的，共计９２６例；（２）判处缓刑，宣告禁止令或者从业禁止的，共计３　０４７例；

（３）判处缓刑，既宣告禁止令又宣告从业禁止，从业禁止时间长于缓刑考验期的，共计１２例；（４）未判

处缓刑，但宣告从业禁止的，共计４２例；（５）未判处缓刑，未宣告从业禁止的，共计１　７３８例；（６）在判

决书中还存在宣告从业禁止终身或从业禁止没有规定期限的极端案例，共计３例。

以上６种适用情形存在如下错误和矛盾：（１）第一种情形和第六种情形显然属于裁判上的明显错

误，此处不再赘述。（２）第二种情形和第五种情形存在一个矛盾，适用缓刑相对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

子而言，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既然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都大量适用禁止令或从业禁止，

那么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就更应该适用从业禁止。但样本中有１　７３８例未适用从业禁止，这显然

是罪刑不相适应的表现。（３）第三种情形和第四种情形比较符合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要

求：一方面，判处缓刑，除了按照《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禁止令外，同时宣告从

业禁止；另一方面，未判处缓刑的，也可以宣告从业禁止，但遗憾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司法机关很少

适用从业禁止和发布禁止令。禁止令和从业禁止适用的混乱，也表明司法实践部门亟须最高司法机

关出台禁止令和从业禁止适用的统一标准，以便有效贯彻执行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

三、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匡正对策

“刑事政策与刑罚一样，也具有双刃剑的效果，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体两受其害。”①如上文所

述，食品安全犯罪坚持“从严”刑事政策是立法界和理论界的一致选择，但在从严的运行方向上，立法

并未偏离从严的轨道，而理论界开辟的“从严”新路径却和司法人员对“刑罚不厉”程度的把握不当，造

成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在司法适用中异化为从轻。本文的假设１被证成，假设２被证伪，接

下来就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１）应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结构本身进行修正，以便立法机

关和司法机关准确贯彻执行。（２）在“从严”刑事政策得到合理修正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如何贯彻执

行“从严”刑事政策。

（一）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路径重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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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东燕：《罪刑规范的刑事政策分析———一个规范刑法学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从严”包括“法网严密”和“刑罚严厉”两个维度，同时也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次，两个维度

和两个层次产生了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４种路径（见表４）：（１）“立法严密”：在立法上编织法网，将

严重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纳入犯罪中或立法降低入罪门槛，将更多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犯罪化。（２）

“立法严厉”：提高自由刑的法定刑和罚金刑的数额、增加附加刑或保安性措施，让犯罪分子付出更多

的犯罪成本，提高刑罚的威慑力。（３）“司法严密”：严格适用法律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不

让犯罪分子有脱逃之机。（４）“司法严厉”：在司法裁量中提高刑罚的基准刑或在法定刑中线以上进行

量刑、降低缓刑适用率、提高罚金刑、拓宽禁止令和从业禁止的适用范围。

表４：“从严”两维度、两层次交叉表

从严路径 法网严密 刑罚严厉

立法 立法严密 立法严厉

司法 司法严密 司法严厉

　　学界未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进行４种路径的细分，更没有论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依赖单一路径不能形成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威慑和预防，４种路径的“相济”才是“从严”刑事政策的核

心所在，才能发挥刑罚最大的价值，完成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惩罚和预防的使命。在刑法惩罚犯罪和

保障人权的立场上，结合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路径进行整合，进行食品安

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重构，既能贯彻“从严”的本义，又与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不相违背。

“从严”须根据立法所编织的法网来确定打击范围和立法所规定的法定刑来确定刑罚的力度，同

时也受限于司法是否在立法的框架下实现刑罚的确定性和刑罚量的严厉性。刑法不应也无力承担完

全解决犯罪的重任，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也不应过多地寄望于刑法，现有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已

经比较严密，除非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的“不得已”情形，所以“立法严密”不应该成为当前食品安全
犯罪中“从严”刑事政策贯彻执行的路径。在立法已经严密的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严厉”

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例如，罚金刑最低数额的明确，从业禁止时间的增加。因其不涉及有期徒刑量

的增加，在坚持从严打击的同时，也不违背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故还能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司

法严密”就是要减少食品安全犯罪的黑数，加强与行政监管机关的行刑衔接，杜绝“以罚代刑”的现象，

使“立法严密”的法网尽量得以覆盖。“司法严厉”是解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目前实质性从

轻问题的关键，根据上文的分析结论，整体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降低缓刑适用率、提高缓刑考验期以

与禁止令的适用期限相匹配、绝对适用从业禁止，才是扭转当前“从严”刑事政策乏效的重要措施。

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应坚持“司法严密”———“司法严厉”———“立法严

厉”———“立法严密”的逻辑顺序结构。若前一条路径能够实现“从严”的要求则不需要再走向后一条

路径；若前一条路径不能实现“从严”或者实现了“从严”也不能解决问题，则需要考虑选择走下一条路
径。另外，路径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相互限制，选择任何一条路径的“倦怠”或“失职”都会造成
“从严”刑事政策功能的弱化。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已形成司法“瓶颈”效应，如果不进行匡

正，那么“瓶颈”效应就会越来越大，造成犯罪圈越来越大、刑事惩罚方式越来越多，而犯罪治理的效果

仍不理想的困境。当前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在立法上已经做到“立法严密”和
“立法严厉”，不应再进行立法上的增配，而应在现有食品安全刑事法律体系下，将重点置于司法“瓶

颈”的破解上。

（二）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瓶颈”的破解

如上文所述，假设２被证伪，需要着力解决“司法严厉”的问题。解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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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３个重要问题：（１）考虑到监禁刑的社会成本和效益，顺应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结合“从

严”刑事政策的要求，对行为人的行为至少应保证有期徒刑整体在法定刑中线左右裁量。（２）由于食

品安全犯罪属于追求经济目的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借用犯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罚金刑的严厉性方

面做足功夫，一方面可以提高其犯罪的成本，另一方面可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３）禁止令和从业禁

止的绝对适用，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防止再犯发生的可能性，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犯罪作用。这样的
“司法严厉”既可以有效摆脱“死刑威慑力达８０％，生刑的威慑力只占２０％”①的窘境，也可以避免走

向重刑主义的极端。在法网不扩大的情形下，让食品安全犯罪的生刑具备应有的威慑力，从而起到预

防犯罪的效果。

１．改变有期徒刑整体偏轻的现状

就食品安全犯罪最典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言，其有期徒刑量刑整体偏轻，《２０１３年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未对基本犯的量刑给出明确的裁量标

准，司法机关难以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从严”刑事政策进行精准的把握。立法给出的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有期徒刑的量刑区间为６个月以上５年以下。在贯彻执行“从严”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合

理确定司法适用的一般性量刑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极端的个案也不排除量刑超过这一区间。

笔者提出３个由轻到重的“量刑区间”供司法机关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时参考：（１）法定刑中线区间：

应然的法定刑中线为３０个月，实然的法定刑中线为８个月，整体量刑区间应在８个月以上３０个月以

下，以扭转目前５０％的案件的量刑都在８个月以下的实质性从轻局面。（２）２／３区间：整体量刑区间

应在１２个月以上４０个月以下进行评估，以扭转目前８２．１％的案件的量刑都在１２个月以下的实质性

从轻局面。（３）黄金分割线区间：以０．６１８和０．３８２计算出２２．９２个月以上３７．０８个月以下的黄金分割

线区间，考虑到司法裁判有取整数的习惯，可定为２４个月以上３６个月以下的区间，即２年以上３年

以下。３个量刑区间是判处有期徒刑时从整体上贯彻“从严”刑事政策应考虑的分布区间，但并不排

除在特殊案件中可脱离量刑区间进行上限和下限的调整，同时量刑区间并不排斥缓刑“３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适用前提，以便能够与缓刑的适用相衔接。

有期徒刑实质从轻局面的扭转并不是从极端从轻转向极端从严，而是借鉴中线理论和黄金分割

理论寻求食品安全犯罪“从严”的理性转变。在裸刑均值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既定事实的情形下，尊

重司法官员的独立理性，采用“渐进而行”②的思路，既不违背当前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又能改变

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异化为实质从轻的现状。

２．提高罚金刑数额与行政罚款数额相衔接

美国有学者建构了犯罪经济学模型理论，认为定罪的概率与刑罚的严厉作为行为人对比犯罪收

益，从而选择是否实施犯罪的经济理性，形成对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风险规避者从轻到重的威慑

力。③ 但是，该学者并未细分不同刑罚措施对不同犯罪的成本差异，进而精准地减少风险偏好者、增

加风险规避者的比例。由于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其他盈利性犯罪“仅处以自由刑，难收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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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个学者的解读》，载谢望原、张小虎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１辑），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页。

参见白建军：《裸刑均值的意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参见［美］加里·Ｓ．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第６３～６８页。



之成效，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①因此，必须考虑提高罚金刑在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重要作用。食品安

全犯罪的犯罪群体往往职业不固定、经济收入偏低且文化程度不高，承担着家庭支出的经济压力，经

济收益的强烈迫切性使其忽略自由刑的犯罪成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根本不能对其形成威慑力。

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分子追求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提高罚金刑的数额恰好能对其形成巨大的反向约

束力，显著地增加其犯罪的成本，减少风险偏好者、增加风险规避者的比例，提高刑罚的威慑力和预防

效果。

当前我国的罚金刑存在限额罚金刑、倍比罚金刑和无限额罚金刑３种立法模式。《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将食品安全犯罪原有的倍比罚金刑修改为无限额罚金刑，试图增大罚金刑

的威慑力，为法官创造了灵活运用罚金刑的条件，但是却导致出现罚金刑的适用标准不统一、操作性

不强的弊端。虽然《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规定了处以生产、销售额２倍以上的罚金进行补

救，但正如上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判处的差异性极大且整体从轻，并未显现出罚金刑应有的

威慑和预防犯罪效果。另外，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还涉及与《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衔接问题。

《食品安全法》规定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一般都处以最低５万元以上的罚款，而司法实践中处５万元

以下的罚金刑数额占到样本总数的９３．１％，从而导致二者之间极不协调。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２８条第２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

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若行政机关已经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罚款且都在５万元以上，而罚金

刑在５万元以下进行裁量，则罚金应当予以折抵，进而导致关于罚金刑的规定虚置。因此，应当全面

扭转罚金刑在５万元以下量刑的局面。罚金刑的合理适用应区分两类犯罪分子：（１）对于被处５万元

以上行政罚款的犯罪分子，可以结合行政处罚的罚款数额，确定１倍或２倍的数额作为罚金刑的判处

额度，对于社会危害性大的案件可以考虑例外增加额度。（２）对于未经行政罚款的犯罪分子，应当至

少在５万元以上判处罚金刑。在此基础上，对特殊的个案也应当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在５万元以上

适当增加或减少罚金数额。

３．严格适用缓刑并提高缓刑考验期

食品安全犯罪的缓刑适用率高、考验期较短、缓刑禁止令并未严格适用，大大弱化了缓刑的作用

并影响到“从严”刑事政策的落实。司法解释明确要求严格控制食品安全犯罪缓刑的适用，以期改变

缓刑适用率过高的局面。在从严“渐进而行”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食品安全犯罪缓刑的适用率整体

上应保持在３０％左右，尽量与其他犯罪缓刑率的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根据《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

罪司法解释》的规定，食品安全犯罪判处缓刑应绝对适用禁止令。所以，在宣告缓刑的同时，应提高缓

刑考验期。结合上文所述有期徒刑的３个量刑区间，可以考虑宣告３年～５年的缓刑考验期，禁止其

从事食品相关的职业，以达到惩罚犯罪和社会防卫的双重目的。

４．规范适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

禁止令和从业禁止都可以限制食品安全犯罪分子从事特定的经营活动，虽然二者的实质效果相

同，但是由于其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对象不同、期限不同、违反后果不同，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导

致适用混乱。《食品安全法》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系象征性立法，并未规定违反该法的行政责任；违反

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是撤销缓刑；违反刑事从业禁止的后果是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

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后果不同，给违法犯罪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所以上述三者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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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质的区别，并不能混为一谈。就本文所探讨的食品安全犯罪而言，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从业禁止的

适用，存在适用缓刑未宣告禁止令或从业禁止、适用缓刑宣告禁止令或从业禁止、适用缓刑既宣告禁

止令又宣告从业禁止、未适用缓刑宣告从业禁止、未适用缓刑未宣告从业禁止、宣告从业禁止终身６
种情形。如何协调食品安全犯罪缓刑的禁止令与从业禁止之间的关系，并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从

业禁止相衔接，是规范适用禁止令和从业禁止的重要问题。

贯彻执行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并不一定要坚持从业禁止终身的行政法思路，而应结合

禁止令的期限进行综合考量。根据《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上述缓刑考验期的

期限，对于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在３年～５年的缓刑考验期内适用从业禁止。因为缓刑考验期结

束后，原判刑罚消失，没有适用从业禁止的基础，所以不能适用从业禁止。而对于未被判处缓刑的犯

罪分子，应当宣告３年～５年的从业禁止。由于从业禁止的时间从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

开始计算，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禁过程中无法从事与食品相关的经营管理工作，因此使

得未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的实际从业禁止时间长于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的从业禁止时间，最终

起到贯彻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效果。

四、结语

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多种社会治理措施。当

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制裁“从轻”的司法实践，脱离了“从严”刑事政策的轨道，呈现出对食品安全犯罪

向整体实质性从轻的异化，违背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出台的初衷。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有待

广大学者继续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假设：是否“从轻”的司法实践才守住了刑事司法公正的底线？从

而走向文章论点的反面。原因在于，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治理的目的和行政可罚性程度，确定了不符合

安全标准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范围，而刑事司法实践完全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认定，食品安全犯罪的

入罪范围和标准完全被行政机关左右，随着行政违法界定范围的不断扩张，①刑事犯罪圈也在随之不

断扩大。虽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认定、范围界定符合行政治理的正当性，但是并不一定达到刑法的

可罚性程度。例如，一些毒豆芽、传统工艺的家禽拔毛、老油火锅底料等案例，在一定时期就存在违反

常识、常情、常理的入罪争议，涉及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的有责性排除问题。囿于食品安

全犯罪的入罪标准，刑事司法裁判陷入不得不入罪的窘境，司法裁判者为了实现刑事司法正义，走上

了对立法从严与刑法独立品格丧失之间的平衡性妥协路径，即在认定行为为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行使

自由裁量权给予从轻的刑事处罚。若以上假设被证成，则在坚持食品安全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前

提下，恢复刑法的独立品格、有效衔接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措施、重塑食品安全犯罪的入罪标准，便成

为刑法教义学的重要使命。

责任编辑　　田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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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行政机关陆续公布了６批《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其

中涉及的食品品种和添加物的种类在不断地增多。


